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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既是企业在行业中保持自身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国家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本文

基于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促进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机制检验结果显

示,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能够通过风险管理、投资增强和资源整合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异质性

分析发现,激励协同具有政府意志依赖性,即在“为创新而竞争”的政府竞争偏好下,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对

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偏好下则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时代优

化政府激励机制、重塑创新要素培育体系、优化创新产业布局提供了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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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科技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之间围绕科技制

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近年来
 

,中国在航天技术、高速铁路、5G
 

通信技术、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实现了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但在高端制造、芯片技术、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仍未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部分高端装备、关键元

器件、零部件、原材料等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仅能够有效

缓解国家重点产业、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束缚,而且对维护国家科技战略安全和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于 2023 年发布的《新产业标准

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引
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标准加快形成。 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类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标准成果的比例达到

 

60%以上,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更加高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可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既是企业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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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保持自身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国家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因此,寻找一种手段引导企业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解决企业核心技术短板的关键,更是实现建成科技强国宏伟目标

的重大举措。
然而,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还面临着诸多发展中的难题。 长久以来,技术进步根植于社会经济的系

统性变革中,受制于传统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并依托市场机制完成发展和转变。 目前,传统经济结构以及

市场机制仍存在诸多弊端,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结构失衡、要素流通不充分、机制传导受阻等现实问题均

不利于技术手段的进步与发展[1] 。 因此,如何利用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弥合市场机制的不足、为新时代

技术进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 基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来看,任何形式的技术进

步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对企业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进行激

励,促使企业利益最大化与政府财政调控目标协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政府激励手段无法充分应

对当下企业技术的深度变革。 以高端芯片、新能源设备为核心的关键核心技术具备数字智能化与绿色低碳

化的双重属性,单一激励手段(如单独的数字化补贴和环保补助)无法支持企业在数字与绿色方面进行全面

研发:一方面,容易使企业产生策略性创新行为,即企业可能为了获取数字化补贴而忽视创新过程中的绿色

环保要求,导致技术先进但能耗较高;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取环保补贴而采用低端治理技术,导致技术手

段虽符合绿色理念但水平较低。 这种分开式的激励补贴导致企业无法坚持一个可持续的技术路线,难以形

成持续发展的动力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因此,寻找一种合适的激励手段顺应新时代经济发展浪潮显得尤

为重要。 目前,数字化与绿色化不仅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两大主流,更是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标志。
特别是在当下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数字化和绿色化的激励手段已然成为技术

变革的优先选择。 2024 年 8 月,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指南》,明
确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作为实践新方向,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协调一致的外部支持。 当前,企业创新发展处于多种政府支持的“叠加态”中,基于

协同视角评估政府激励手段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能够积极响应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关“强化系统思维,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的重要要求,以更好地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体

系。 基于此,深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符合时代

要求。 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以下简称为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即政府通过同时对企业进行数字化补

贴和绿色补贴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引导资源流向特定的项目和技术研发领域,并监督企业

将资源投入有助于关键技术突破的核心领域,解决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困境,提升企业进行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2]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政府数字化与绿色化补贴激励的深度融合,突破不

同激励下政府补贴手段的边界壁垒,能够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因此,本文以当

下实现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为现实背景,探究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核心技术突破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理,旨在为充分发挥政府调控能动性、助力企业高水平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从已有文献来看,有关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文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献考察以

数字化或绿色化方面的政策或财政补贴为代表的单点式激励手段,如政府数字化激励[3] 、数字产业集群政

策[4]等带来的经济后果,绿色工厂认定制度[5] 、环保补助[6] 能否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等。 这类文献

基于点对点式的单一激励评估思路,忽略了现实情境中企业是处在多种状态的“叠加”中,无法就协同效能

进行判断。 第二类文献致力于弥补上述单点式研究的缺陷,探究协同效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未就研究

结论达成一致:一是“合成谬误”说,强调不同政策工具或补贴手段之间存在排他性,容易使得激励强度超过

实体经济可吸收范围,从而引发激励过载风险[7-8] ;二是“取向一致”说,强调多种政策或补贴手段的协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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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有效互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可持续性的支持[9-10] 。 可见,目前这一研究方向已经引发了理

论界与实践界的广泛关注,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从政府财政激励协同的视角出发,对数绿

激励协同与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之间的关系、传导逻辑进行分析,为政策的制定、激励手段的干预以及企

业技术变革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若简单将数字化与绿色化补贴视为同质化的激励手段并

进行叠加投入,极易引发企业层面的激励过载风险,即过量的同质资源不仅无法被企业有效吸收,反而导致

资源配置混乱。 本文认为,真正的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应当建立在要素互补而非同质叠加的基础之上。 数字

化激励本质上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资源基础,而绿色化激励则为技术演进提供了清洁环保的方向,两者在功

能上具有互补性。 为了准确测度这种互补性并纠正激励过载偏误,本文摒弃了传统的交互项做法,构建了

耦合协调度模型。 该模型不仅考量了激励的总量水平,而且通过耦合度严格约束了两种激励结构的适配

性。 只有当数字化与绿色化激励在强度上相互匹配、在功能上相互契合时,才能形成良性的协同共振效应,
从而避免单一维度的过度激励引发的资源浪费。 这种基于系统论视角的度量方法,从根本上厘清了协同赋

能与激励过载的边界。 这也是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之一。
本文的其他边际贡献还有三点。 第一,填补了关于政府财政激励协同的研究空白。 当前已有较多文献

研究政策协同的经济后果,如韩先锋等研究低碳试点和“宽带中国” 政策协同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影

响[11] ,吴非关注了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12] 。 这类文献大多是从政策协同的视

角出发。 本文从政府补贴手段的视角切入,深入研究政府财政手段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果,拓展了当下财

政激励协同作用的研究边界。 第二,丰富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因素。 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

影响因素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13] 、数字产业集群[4] 、创新型城市建设[14] 、公共数据开放[15] 等,但相关

研究大多从单一视角出发,探讨某一类政策或现实举措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并没有从多维度

出发考虑不同手段协同作用下的影响后果。 本文立足于政府数绿激励协同的视角,从风险管理、投资增强

和资源整合三个角度,试图打开核心关系的机制黑箱。 第三,研究着力点更加突出中国特色。 将政府激励

的作用效果嵌入政府竞争偏好中,识别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优化赋能路径,揭示

了财政补贴手段根植于地方政策环境的内生逻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直接效应

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投入大、风险高、研发周期长、战略紧迫性高等鲜明特征,其攻坚过程往往受到复杂

的技术体系和严格的环境制约。 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因此企

业想要突破此类技术壁垒,必须具备独特的资源禀赋。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作为一种关键的制度支持与独有

的外部资源供给,通过内部资源转化与外部资源获取的双重路径重塑企业的创新系统,为企业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提供支持。
政府激励作为关键的制度供给,是引导企业技术变革、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生动力。 在当前数字

化转型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探究数字化激励与绿色化激励的协同效应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然而,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并非简单的资金叠加,而是政府为企业解决复杂的技术难

题提供的一套系统性方案。 这项方案通过资源转化以及系统赋能,驱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首先,从资源转化视角来看,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有效地将财政资金转化为企业可用的技术资源。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通常是专用性资产投入,这使得企业面临极高的资源门槛。 政府的数字化激励通过直接

的资源补贴与技术注入,降低了企业在运用大数据分析等通用技术工具时的边际成本,直接提高了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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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效率并给予了企业更多的试错空间[16] ;政府的绿色化激励则降低了企业清洁生产与发展低碳技术的成

本,指明了企业将外部资源内化为内部清洁工艺的方向。 这种协同激励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构建起

数绿融合的基础,完成从外部资金获取向内部核心技术能力提升的实质性转化。
其次,从定向赋能角度来看,政府数绿激励协同精准匹配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而非一般性技术改进的需

求。 一般性技术改进通常风险低、周期短,企业依靠自身积累即可完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高不确定

性、长研发周期的特点,对技术和环境具有双重要求。 单纯的资金支持容易导致企业将其用于扩大再生产

或低水平的技术修补(一般性改进) [17] 。 唯有数绿激励协同能够形成一种针对性筛选与锁定效应———数字

化资源为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供了算力支持,绿色化资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演进方向。 这

种“工具赋能+方向锁定”的协同支持,使得企业有能力跳出低水平的技术路径,集中资源投向那些既需高技

术门槛又需高合规标准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二)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影响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作用机制

1.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风险管理

基于优序融资理论,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作为一种关键的外部异质性资源供给,能够有效打破企业在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中面临的资源短缺与风险规避双重约束。 优序融资理论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在进

行研发投资时面临高昂的外部融资成本[18] 。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不仅直接补充了内部资金,降低了外部融资

的必要性,而且通过政府的隐性担保降低了债权人和投资者的风险溢价,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
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具备的高沉没成本与长投资回报周期特征,导致企业面临严重的内部资金匮乏

和外部风险溢价等困境。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通过提供直接的财政补贴,为企业注入了宝贵的“冗余资源”。
这种资金注入不仅直接缓解了企业在数字化平台设置与绿色工艺改造中的现金流压力,还通过发挥杠杆效

应,提升了企业财务稳定性并降低了外部融资门槛[19] 。 不同于单一补贴,数绿协同激励意味着企业同时获

得了高效与合规的双重资金支持,这种系统性的资源注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 另一方

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意味着企业面临极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与试错成本,管理层为了规避风险往往倾向于

拒绝投资此类项目。 此时政府通过资金投入分担部分研发成本,降低了企业失败的边际损失,修正了企业

的风险收益曲线,使企业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敢于投资于高风险项目[3] 。
融资约束的缓解与高水平的风险承担意愿构成了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必要前提。 融资约束的缓解使

得企业能够支持长周期、高风险、持续性的研发投入,避免了因资金波动导致的中途退出。 高风险承担能力则

能够促使企业跳出模仿式创新的模式,主动选择那些技术复杂、具有战略优势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4] 。 同时,
这种融资约束缓解与风险承担提升的双重效应具有跨领域的通用性———数字化激励提供的数字孪生工具能够

降低非数字领域的研发成本,而绿色化激励提供的合规保障则消除了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非环保倾向。 这种

“工具赋能+合规保障”的协同机制,使得企业具备了在不同技术领域挑战技术攻关的能力[20]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

力,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2. 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环保投资

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是由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的[21] 。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实质上

降低了数字资产与绿色工艺的相对价格,从而引导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传统要素转向研发与环保等战略性领

域。 根据波特假说,恰当的绿色化规制与激励(如数绿协同)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促使企业通过

增加环保与研发投入来抵消合规成本,进而激发挤入效应,形成规模化、可持续的战略性支出[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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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到企业战略性支出增加阶段,此时政府激励协同并非只是对企业研发成本的补

贴,而是通过降低数字化与绿色化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相对价格,改变企业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从而促使企业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动增加自有资金投入,而非简单地被动消耗补贴。 关键核心技术具备技术密集与环

境友好的双重属性,研发支出与环保投资在技术攻坚中的构成体现了更多的互补属性,即企业增加研发支

出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增加环保投资为技术合规应用提供标准,两者共同构成了促使企业突破关键技术

门槛的战略性支出。
在企业战略性支出增加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阶段,这种数字化与绿色化双轮驱动模式为企业跨领域创新

提供了可能。 数字化投入作为一种通用性工具,能够通过仿真模拟等手段降低非数字领域核心技术的试错成

本;而绿色化投入明确了未来技术演进的合规方向[23] 。 这种工具与方向的结合,使得战略性支出能够跨越单

一领域,支持企业在更广泛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 最终,这种规模化可持续的战略性支出为企业提供

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助力企业攻克高沉没成本、高失败风险以及长回报周期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难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环保投资,促进企业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3. 吸引耐心资本,深化产学研协同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使得资本市场存在短视主义,即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底层技术研

发。 此时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不仅是一种财政补贴手段,更是一种向外界传递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

号[24] 。 这种信号发挥了政府的“认证效应”,向市场和利益相关者释放了该企业符合国家战略导向且具备

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息。 在政府的背书下,企业可以获得大量以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为代表的债务型耐

心资本。 耐心资本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其集政策、市场、创新为一体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将

政府数绿激励从资源端转化为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 开放式创新理论指出,企业应当利用外部资

源和知识来加速内部创新,打破传统封闭式创新的局限。 关键核心技术往往涉及底层算法、基础材料等先

导性技术,单一企业无法独自掌握所有前沿技术手段,产学研协同能够为企业攻克前沿技术提供知识与人

才储备[25] 。 政府数字化激励能够带动企业数据要素平台建设,降低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搜寻

与交易成本;而政府绿色化激励则为这种跨界合作提供了以低碳、清洁技术为基准的合作导向。 在这种“数

字搭台、绿色定向”的双重指引下,企业能够汲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精华,并通过联合申请专利的形式,
弥补自身在核心工艺上的技术欠缺。

耐心资本的引入与产学研协同发展助力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耐心资本具备投资周期长、接受失败

率高以及价值共生三大特点,不仅能够与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中的长周期相匹配,通过跟投、补偿机

制等与企业共担研发和市场培育风险,还能够深度参与资源整合、技术对接和市场拓展。 在科技创新中,耐
心资本能弥补短期资本“快进快出”的缺陷,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和长周期产业孵化提供持续支持,是
推动“从 0 到 1”突破的重要保障。 企业参与高校、科研机构主导的产学研合作,能够聚焦重大产业场景,瞄
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并以其技术驱动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基础设

施支持以及研究资源支持,助力企业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26]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4: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通过吸引耐心资本和深化产学研协同,促进企

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三)地方政府的竞争意志与行为偏好的影响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赋能效果,内生于地方政府的竞争意志与行为偏好。 根据

晋升锦标赛理论,地方政府行为受当地绩效考核机制的影响,呈现出“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两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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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志形态。 这两种形态通过改变资源调配模式与企业战略反应,反作用于政府数绿激励协同。 一方面,
“为增长而竞争”的政府意志可能削弱激励协同的有效性。 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意识形态下,地方政府

具有短期逐利导向[27] 。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长周期、高风险和投入回报滞后等特点,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符

合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的经济效益。 此时,面对强烈的经济增长压力,政府发放的数绿补贴会异化为企业短期逐

利扩张的工具,而非技术攻坚的资本,从而使企业产生策略性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为创新而竞争”的政府意

志将放大激励协同的促进作用。 在以创新为目标的政府意识形态下,当地良好创新指标是官员绩效考核的目

标,在这种意志主导下,政府的绩效目标从总量的扩大转向质量的提升。 政府更有动力为企业营造完善的创新

环境,如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供风险承担与容错机制等[28] 。 此时,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注

入,而是对企业精准的培育与优化。 在“为创新而竞争”的良性预期下,企业敢于承担核心技术研发的高风险,
将政府的协同激励转化为实质性的研发投入,从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跃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5:在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较强和“为增长而竞争”较弱的意志导向

下,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非金融、非财务状况异常(ST 或*ST)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 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源自万得(Wind)数据库,其他原

始数据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在样本筛选中,本文剔除了

研究期内首次公开募股(IPO)、关键变量缺失以及存续期不足五年的公司。 为消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所有

连续变量均经过了 1%和 99%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为研究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KIit = ϕ + ϕ1DG it + X′it  β + γ i + λ t + ε it (1)
式(1)中,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lnKI)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数绿激励协同

(DG)为核心解释变量, X′ 为控制变量向量; γ i 和 λ t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以尽可能吸收

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ε it 为残差项。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lnKI)。 本文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界定为:企业在国家面临战略技术“卡

脖子”的重点领域内,攻克具有高技术门槛、高路径依赖特征的关键技术难题,并获取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行为。 与一般性技术创新不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鲜明的战略导向性和技术排他性。 它是解决中国产

业受制于人困境的关键技术,直接决定核心技术领域的安全。 基于这一内涵,本文并未采用全口径专利数

据,而是依据由中国工程院、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指导,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

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2021 年版)》进行筛选,以确保指标能够精准反映“关键”与“核心”的本质属性。 为有

效衡量企业在国家战略前沿领域的创新产出,本文借鉴郑世林等[13] 的研究,分三个层次构建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突破指标:
第一层次:界定关键核心技术的政策范畴。 本文的研究起点是国家顶层战略规划。 以《产业基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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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录(2021 年版)》作为识别关键核心技术的根本依据,该目录系统性地梳理出当前中国产业发展亟待

突破的 21 个战略性领域,并进一步细化为 1
 

047 项核心技术清单。 这为本文划定了清晰、权威的关键核心

技术边界,确保了研究目标的宏观战略导向。
第二层次:构建从技术目录到专利分类的精准映射体系。 为了能够在专利数据库中准确量化政策文

本中有关技术的描述,本文深入分析 1
 

047 项技术的内涵,将其中的技术关键词与国际专利分类( IPC)体

系进行匹配,建立了从技术条目到 IPC 五级分类号的精准映射关系。 同时,为了解决关键词库的互斥化

问题(如智能节能设备补贴等具备双重属性的项目难以严格区分为数字化或绿色化) ,本文根据相关政策

文件的具体申报指南,以目的主导为原则,对原有词库进行了更详细的清洗:如果该笔补贴的最终考核指

标是“能耗降低”或“排放达标” ,即使使用了智能设备,仍将其归类为绿色化激励(因为技术是手段,绿色

是目的) ;如果考核指标是“上云上平台”或“系统互联” ,则归为数字化激励。 这一层次是该指标构建的

方法论核心,它成功地将宏观政策与微观专利数据联系起来,实现了从海量专利中精准捕捉符合国家战

略导向的技术创新。
第三层次:对企业专利产出进行靶向识别与量化。 在完成映射体系的构建后,本文进入企业层面的数

据量化阶段。 首先进行数据采集。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的专利数据库为数据源,全面采集上市公司

的年度专利申请(或授权)数据。 其次进行靶向筛选。 利用第二层次建立的 IPC 映射清单,对每家公司在每

个年度的全部专利进行筛选。 一项专利只有其 IPC 号落入本文界定的关键核心技术映射集合中,才被视为

一次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最后进行指标构建。 将通过筛选的专利数量进行年度加总并取自然对数,最终得

到衡量企业 i 在 t 年度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指标。
通过上述三层递进式的设计,本文有效构建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这一指标:它并不是传统专利数

量的直接加总,而是实现了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考量。 此处的质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利被引次数,
而是指创新成果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 当前,已有众多权威文献采用此方法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指标

构建[29-30] 。 这种测量方式确保了指标构建与国家政策导向的高度贴合,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企业服务于国家

战略目标的实质性创新贡献。
2. 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DG)。 为了精准衡量政府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支持力度,本文以测算耦合

度的方式来实现。 本文认为,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或资金的汇总,而是一种系统性、结构

性的耦合状态。 其理论内涵在于:政府数字化激励为企业提供了降低研发试错成本、优化技术流程的工具,
而绿色化激励则为企业技术研发合规性和环保性提供了方向保证。 真正的协同是指这两种激励机制在企

业内部相互适配、相互补充的共振效应,即以数字化驱动绿色技艺的迭代更新,以绿色化保证数字技术的落

地。 为了准确刻画这一理论内涵,区别于仅代表形式协同的简单交互项,本文参考王守海和郭英栋[31] 的研

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测度数字化与绿色化激励在强度上的同步性与结构上的平衡性。
在数据的处理上,首先参考蔡宏波等[3] 的研究,以企业获得的政府数字化补贴金额衡量政府数字化激

励,并参考袁祎开等[6]的研究,以企业获得的政府环保补助总额来衡量政府绿色化激励,分别得到指标 D 和

G。 考虑到这两个变量的数值范围并不相同,本文进行了 0-1 标准化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
在上述指标基础上,本文计算这两类指标的耦合度 C,以衡量政府两种激励手段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

C 值越高,说明两种激励手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C = 2 × 　
D × G / (D + G) 2 (2)

其中,C 的取值为[0,1]。 C 越接近 1,表明政府数字化与绿色化激励手段相互作用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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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计算综合协调指数 T,以衡量政府两种激励手段“齐头并进”的总体发展水平,这反映的是

“1+1”的综合效应,计算公式如下:
T = α × D + β × G (3)

其中,T 越高,说明政府在数字化与绿色化激励两个方面的整体表现越好。 权重 α 和 β 代表政府数字化

和绿色化激励在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这个大目标中的相对重要性。 本文认为,在当前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趋

势下,二者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由此设定 α = β = 0. 5。
最后,本文计算出最终的耦合协调度 DG,即政府数字化绿色化激励手段的融合度,它综合了前述耦合度

C 和协调指数 T,既体现了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也体现了结果上的整体水平。

DG = 　 C × T (4)
其中,DG 为政府数绿激励协同指标,取值为[0,1]。 DG 值越高,说明政府在数字化绿色化激励手段上

的相互融合度越高,越趋向于协同激励。
3. 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来减弱遗漏变量问题,包括总资产增长率(Asset)、杠杆率(Lev,企业负债与总

资产之比)、净资产收益率(Roe)、审计意见(Audit,无保留意见为 1,否则为 0)、成立年龄(Age)、股票换手率

(Turnover,日均股票成交股数与发行总股数的比值)、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Dual,两职合一取值为 1,否
则为 0)、股权制衡度( Ln-con,第 2 至第 5 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 1 大股东持股比例)、地区生产总值

(lnGDP)、产业结构高级化( Industrial,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以看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KI)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
 

812,表明样本企业在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的创新产出整体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高标准差也表明不同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存在

个体差异,少数领军企业掌握大量关键核心技术,而多数企业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数绿激励协同(DG)的最小

值为 0,最大值为 0. 945
 

7,标准差为 0. 269
 

6,这表明当前政府数字化与绿色化激励的协同程度偏低,多数企业仍

处于单一激励或缺乏协同的状态。 此外,控制变量均分布于合理区间,表明本文的样本选取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KI 40
 

278 5. 932
 

1 38. 814
 

7 0 1
 

812

解释变量 DG 40
 

278 0. 102
 

3 0. 269
 

6 0. 000
 

0 0. 945
 

7

控制变量 Asset 40
 

278 0. 144
 

7 0. 485
 

8 -0. 929
 

0 41. 462
 

5

Lev 40
 

278 0. 433
 

5 0. 202
 

4 0. 007
 

5 0. 997
 

6

Roe 40
 

278 0. 060
 

6 0. 167
 

5 -4. 319
 

6 2. 378
 

9

Audit 40
 

278 0. 975
 

4 0. 154
 

8 0 1

Age 40
 

278 18. 477
 

5 6. 311
 

0 1 65

Turnover 40
 

278 2. 756
 

3 2. 258
 

9 0. 009
 

0 28. 936
 

6

Dual 40
 

278 0. 781
 

9 0. 412
 

9 0 1

Ln-con 40
 

278 0. 723
 

8 0. 617
 

3 0. 004
 

5 4. 000
 

0

GDP 40
 

278 5. 0×104 3. 4×104 341. 430
 

0 1. 3×105

Industrial 40
 

278 1. 543
 

1 1. 062
 

9 0. 527
 

1 5. 28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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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由列(1)可知,在仅控制控制变量而未控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政府数绿激

励协同(DG)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结果显示,在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063
 

4,且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 其经济学含义可解释为,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数绿激励协同(DG)每提高 1 个标准差(0. 269
 

6),将带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水平

上升 0. 017
 

1 个单位(0. 063
 

4×0. 269
 

6)。 这意味着,从实际产出数量来看,数绿激励协同度每发生一个标准

差的正向冲击,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数量将平均提升约 1. 71%。 由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G 0. 289
 

3∗∗∗ 0. 063
 

4∗∗

(7. 664
 

7) (2. 527
 

3)

Asset 0. 169
 

0∗∗∗ -0. 008
 

3

(3. 392
 

8) ( -0. 271
 

5)

Lev 0. 723
 

4∗∗∗ 0. 313
 

8∗∗∗

(9. 667
 

9) (4. 823
 

4)

Roe 0. 503
 

1∗∗∗ 0. 093
 

4∗∗

(6. 123
 

0) (1. 995
 

2)

Audit 0. 172
 

0∗∗∗ 0. 047
 

1

(4. 132
 

3) (1. 482
 

7)

Age -0. 024
 

9 0. 389
 

1∗∗∗

( -0. 635
 

1) (3. 331
 

8)

Turnover -0. 034
 

8∗∗∗ 0. 000
 

1

( -8. 522
 

1) (0. 035
 

0)

Dual 0. 029
 

2 0. 031
 

4

(1. 084
 

1) (1. 396
 

0)

Ln-con 0. 054
 

5∗∗ 0. 081
 

6∗∗∗

(2. 336
 

7) (3. 577
 

8)

lnGDP 0. 218
 

1∗∗∗ 0. 115
 

4∗

(14. 239
 

5) (1. 653
 

4)

Industrial 0. 153
 

9∗∗∗ 0. 129
 

5∗∗∗

(8. 298
 

0) (2. 870
 

9)

常数项 -2. 368
 

8∗∗∗ -2. 107
 

9∗∗

( -13. 737
 

0) ( -2. 398
 

9)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
 

278 40
 

278

R2 0. 074
 

5　 　 0. 118
 

2　 　

　 　 注:∗∗∗ 、∗∗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是经过企业层面聚

类稳健标准误调整的 t 值,后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政府激励补贴的分配可能存

在非随机性,即政府倾向于支持原本就

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逆向选择风险) ,
本文参考王守海和郭英栋[31] 的研究,以
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按年份与行业分类

的均值之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 IV)
进行回归。 在相关性方面,该工具变量

利用了内生解释变量数据分布的非正态

性(偏度) 与异方差特征,解释变量与其

高阶矩之间存在天然的数理相关性,因
此满足相关性要求。 在排他性与外生性

方面,通过剔除行业与年份的均值,该变

量有效剥离了可能同时影响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的宏观共性冲击及行业同群

效应,仅保留了企业的特质性变异;同

时,根据高阶矩独立性假设,模型扰动项

通常服从对称分布,其与解释变量的三

阶偏离项在统计上相互独立,因此该工

具变量满足排他性要求。
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 法的回归结

果如表 3 所示。 其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显示,工具变量( IV)的回归系数在 1%水

平下显著为正,且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 000

 

0,通过了不可识

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显著大于临界值,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

验。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处理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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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误后,DG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表 3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V 2. 411
 

1∗∗∗

(278. 040
 

8)

DG 0. 079
 

5∗∗∗

(4. 132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
 

278 40
 

278

R2 0. 118
 

2

Kleibergen-Paap
 

rk
 

LM 5
 

806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77
 

306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

验①。 首先,更换测度方式。 在调整核心

解释变量计算权重的基础上,分别设定数

字化主导型(α= 0. 6,
 

β = 0. 4)与绿色化主

导型( α = 0. 4,β = 0. 6)两种情境,重新测

度耦合协调度。 其次,调整变量计算口

径。 将原有企业关键技术突破的计算口

径由总计指标转向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分

指标以及本企业关键技术突破水平与行

业关键技术突破前沿面的差值。 最后,调

整样本范围。 空间维度上剔除上海市浦

东新区等 12 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

区,时间维度上剔除受新冠疫情影响的

2020 年及以后的样本,进一步加入国家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和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试验区政策,以排除宏观冲击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证实了本文核心结论

的可靠性。

　 　 (四)机制检验

前文已经针对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但尚未打开核心关系的

机制黑箱。 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分析基础上,参考江艇[32]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Mit = ϕ + ϕ1DG it +X′it  β +γ i +λ t +ε it (5)

其中, M 表示机制变量,分别表示风险管理机制、投资增强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 在风险管理机制中,

选取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两类机制变量:融资约束(SA)参考哈德洛克和皮尔斯(Hadlock
 

&
 

Pierce) [33] 的研

究,以 SA 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指标;风险承担(Risk)参考车德欣等[34] 的研究,以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与净资产的比值构建收益率指标,在扣除同年度行业均值后,计算其在三年滚动窗口期内的极

差。 在增加企业战略性支出机制中,选取研发支出和环保投资两类机制变量:研发支出(lnR&D)参考尹美群

等[35]的研究,用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并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环保投资(ECO)采用崔秀梅等[36] 的研

究,采用节能减排投入量衡量,并将其取自然对数后进行标准化处理。 在资源整合机制中,选取耐心资本与

产学研协同两类机制变量:耐心资本(PC)
 

借鉴杜媛和狄盈馨[37] 的研究,采用债务型耐心资本指标衡量,即

债务型耐心资本 = (长期借款当年增加额+应付债券当年增加额+长期应付款当年增加额) / 期初总资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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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协同(lnIUR)借鉴李玉花等[38]的研究,用产学研合作专利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并将上市企业与高校和科

研机构联合申请的专利定义为产学研合作专利。

1. 风险管理机制

由表 4 可知,DG 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 003
 

7 和 0. 010
 

0,并通过了至少 5%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说

明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数绿激励协同通过为企业提供资源供给,助力企业搭建数字与绿色技术平台,并通

过发挥杠杆效应,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并降低企业外部融资门槛;另一方面,政府激励性资源的注入能够分

摊企业研发成本,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为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坚实

基础。 由此,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4　 风险管理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SA Risk

DG -0. 003
 

7∗∗ 0. 010
 

0∗∗∗

( -2. 549
 

4) (3. 069
 

2)

常数项 -3. 939
 

8∗∗∗ -0. 129
 

7∗

( -110. 000
 

0) ( -1. 651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
 

278 40
 

278

R2 0. 870
 

7　 　 0. 083
 

4　 　

表 5　 投资增强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lnR&D ECO

DG 0. 118
 

6∗∗∗ 0. 180
 

9∗∗∗

(4. 858
 

0) (3. 271
 

5)

常数项 17. 402
 

3∗∗∗ -6. 121
 

1∗∗∗

(12. 349
 

5) ( -4. 334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292 29
 

687

R2 0. 383
 

8　 　 0. 054
 

4　 　

　 　 2. 投资增强机制

由表 5 可知,DG 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 118
 

6 和 0. 180
 

9,并通过了 1%水平的

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数绿激励协同

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环保投资

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这是因为:
政府通过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补贴手段能

够为企业直接注资,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政府数绿激励

协同能够形成一种制度性约束,降低企业

策略性创新行为,并作为市场激励手段为

企业创新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企业长

期可持续性的技术创新输送资源,助力企

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由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3. 资源整合机制

由表 6 可知,DG 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 007
 

8 和 0. 006
 

5,并通过了 5%水平的

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数绿激励协同

能够通过增加企业耐心资本投入与产学

研协同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这

是因为:政府数绿激励协同相当于向外

界传递政府对企业扶持与认可的积极信

号,能够吸引大量以长期借款为代表的

投资周期长、失败容忍率高的耐心资本

注入企业,耐心资本能够弥补短期资本

“快进快出” 的缺陷,为企业关键核心技

术提供可持续性的资源支持;同时,企业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离不开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界支持,产学

82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6)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5 期)

研协同发展是必然趋势。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以其数字化平台构建与绿色低碳环保理念为企业与各

界合作提供双重指引,助力企业将各界科研成果转化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关键。 由此,
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6　 资源整合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PC lnIUR

DG 0. 007
 

8∗∗ 0. 006
 

5∗∗

(2. 187
 

8) (2. 004
 

1)

常数项 -0. 272
 

8∗∗∗ -0. 244
 

0∗∗∗

( -3. 855
 

3) ( -7. 280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
 

278 40
 

278

R2 0. 105
 

3　 　 0. 016
 

1　 　

　 　 (五)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针对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影响

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核心逻辑展开

了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在面对不同的影

响因素时,激励手段对不同禀赋的企业的

影响往往会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因此需要

更细致的检验。 本文认为,政府补贴手段

的实施内生于政府意志,在不同的政府偏

好环境下,其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

影响也会有差异。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部

分地方政府为刻意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而

形成的“为增长而竞争”,以及为了实现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而转向的“为创新而竞

争” [39] 。 因此,本文旨在考虑政府数绿激

励协同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偏好中展示出的结构性差异。 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府激励测度上,本文借鉴吴

非等[40]的研究思路,采用企业所在地级市灯光指数亮度增速与所在省份灯光指数亮度增速的差值,该差值

越大,表明企业所在城市经济增速落后越多,经济增长压力越大。 同理,在“为创新而竞争”的政府激励测度

上,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城市发明专利增速与所在省份发明专利增速之差,该差值越大,表明企业所在城市创

新增长越落后,创新发展的压力越大。 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上述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并分别展开检验。

1. 基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偏好的异质性分析

由表 7 可知,在“为增长而竞争”偏好较强的组别中,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技术突破的影

响并不明显;而在“为增长而竞争”偏好较弱的组别中,政府数绿激励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0. 093
 

5,并通

过了
 

1%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这是因为:在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制度环境下,政府的激励手段

更能够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导向,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源禀赋。 地方政府通过构建政策与补助的创新

激励基础,将干预重心置于创新生态系统的长期培育而非短期效益最大化,此时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

够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而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制度环境下,政府的行为手段优先服务于以

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竞争锦标赛,此时政府的数绿补贴资金更容易偏向于促使企业进行以经济利益为目

的的短期逐利性活动,无法针对性地匹配长周期、风险大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激励效果在经济增长

竞赛的行政逻辑下最终异化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组成部分,而非驱动技术进步的实质性力量。 由此,

假设 5 初步得到验证。

2. 基于地方政府创新发展偏好的异质性分析

由表 8 可知,在“为创新而竞争”偏好较弱的组别中,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技术突破的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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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而在“为创新而竞争”偏好较强的组别中,政府数绿激励协同的回归系数为
 

0. 085
 

9,并通过了 5%水

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这是因为:当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为创新而竞争”的偏好时,政府倾向于将对企业

的激励资源集中配置在创新基础环节,通过提供创新资源供给、优化创新风险等激励手段,将政府补贴资金

针对性输送到企业创新需要的环节,从而有效缓解企业技术外溢与融资约束的问题,促成政策激励与技术

进步的协同演化,此时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较好地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

政府缺乏维持创新的内在动力时,其政策激励手段就会偏离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导致资源要素的给予无法

转化为企业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削弱企业在技术改良中的成效。 此时,政府数绿激励协同无法对企业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产生积极影响。 由此,假设 5 再次得到验证。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偏好

变量
“为增长而竞争”

较强

“为增长而竞争”
较弱

DG -0. 010
 

0 0. 093
 

5∗∗∗

( -0. 274
 

3) (2. 776
 

2)

常数项 -1. 121
 

5 -0. 561
 

1

( -0. 996
 

5) ( -0. 425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142 20
 

285

R2 0. 111
 

2　 　 0. 120
 

7　 　

表 8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地方政府创新增长偏好

变量
“为创新而竞争”

较强

“为创新而竞争”
较弱

DG 0. 085
 

9∗∗ 0. 036
 

1

(2. 371
 

4) (1. 060
 

1)

常数项 -0. 083
 

2 -1. 423
 

8

( -0. 061
 

8) ( -1. 186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689 15
 

733

R2 0. 119
 

9　 　 0. 109
 

1　 　

　 　 五、结论与建议

政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以其宏观调

控手段,推动企业技术变革。 如何借助政

府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成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本文选取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

司数据,针对政府数绿激励协同与企业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核心逻辑关系展开研

究,评估政府数绿激励协同对企业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的因果效应、作用机制和创新

环境培育的合力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政

府数绿激励协同能够促进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突破,且上述核心结论经过一系列内

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该

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

提高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研发和环保

支出以及吸引耐心资本注入并增加产学

研协同来实现。 此外,从政府意志的异质

性角度来看,在“为增长而竞争” 的组别

中,政府数绿激励协同无法助力企业完成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只有在“为创新而竞

争”的组别中,才能够发挥助力效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

第一,强化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力

的顶层设计。 政府应制定更加明确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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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政策手段,如科技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协同推进政策制定与工作进展,打破部门间的合

作壁垒,构建跨部门的联合政策体系,培育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政策环境。 同时,应该加强数

字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引入政府引导资金等加速推动政府资金补助应用到企业数字化、绿色化的

生产变革,以政府补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资源禀赋,并形成外界对企业的积极预期,增加企业的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激发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的偏好。 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标准,将地区企业创新发展水平

以及创新产业培育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激发地方政府的竞争活力。 例如,降低地区生产总值在政府绩效考

核中的占比,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等相关指标的权重,对在创新方面表现积极的地区给予更多的中央政策倾

斜与财政补助,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鼓励创新与技术变革的行为,优化地方政府创新政策环境,推动创

新资源的跨地区流动。

第三,培育与企业技术变革相关的创新环境和发展机制。 良好的内外部创新环境的支持是企业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的基础,深入培育企业内部创新能力,如增加有数字化或研发背景的管理层,这类管理者往往更

具企业家精神并勇于承担创新责任。 提高企业对外部创新环境的敏感度,让企业能够随时通过外部创新环

境的变化调整自身创新发展战略。 同时,积极培育企业外部创新能力,如优化地区数字化绿色化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地区创业创新水平,这不仅能够产生集群效应,引起创新连锁反应,还能吸引大批创新型人才的

进入,从而进一步助力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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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forms
 

the
 

core
 

of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are
 

vital
 

for
 

supply
 

chain
 

safety,
 

great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mi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ization
 

and
 

greening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single
 

policy
 

tools
 

often
 

struggle
 

to
 

bal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with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Therefore,
 

exploring
 

how
 

to
 

guide
 

and
 

support
 

firm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via
 

the
 

synergy
 

of
 

digital
 

and
 

green
 

incentives
 

becomes
 

an
 

urgent
 

task.
 

This
 

is
 

highly
 

vital
 

for
 

addressing
 

China’ s
 

bottlenecks
 

in
 

top-tier
 

fields
 

lik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hip
 

desig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firm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synergy
 

of
 

government
 

digital
 

and
 

green
 

incentives
 

on
 

firms’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and
 

its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is
 

synergy
 

can
 

drive
 

such
 

breakthroughs.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the
 

driving
 

effect
 

operates
 

mainly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investment
 

enhancement,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ynergy
 

of
 

incentives
 

exhibits
 

government-will
 

dependence,
 

and
 

the
 

driv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under
 

the
 

government
 

preference
 

of
 

“ competing
 

for
 

innovation”
 

and
 

is
 

not
 

significant
 

under
 

the
 

preference
 

of
 

“ competing
 

for
 

growth ”.
 

These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government
 

incentive
 

mechanisms,
 

reshaping
 

the
 

innovation
 

factor
 

cultivation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layout
 

of
 

innovation
 

industries
 

in
 

the
 

new
 

era.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from
 

a
 

novel
 

research
 

angle,
 

this
 

paper
 

breaks
 

the
 

limits
 

of
 

single-point
 

policy
 

evaluation
 

by
 

directly
 

focusing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digital
 

and
 

green
 

fiscal
 

subsidies.
 

By
 

building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paper
 

clearly
 

distinguishes
 

synergistic
 

empowerment
 

from
 

incentive
 

overload.
 

This
 

fills
 

a
 

research
 

gap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incentive
 

synergy
 

of
 

government
 

fiscal
 

instruments
 

on
 

the
 

real
 

economy.
 

Second,
 

regarding
 

core
 

research
 

content,
 

this
 

paper
 

not
 

only
 

deepens
 

the
 

prior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key
 

factors
 

driving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but
 

also
 

attempts
 

to
 

unveil
 

the
 

black
 

box
 

of
 

core
 

relationship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risk
 

management,
 

investment
 

enhancement,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thereby
 

providing
 

a
 

new
 

micro-level
 

perspective
 

for
 

foster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resources.
 

Finally,
 

in
 

terms
 

of
 

theory
 

extension,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incentiv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ng
 

preferences,
 

revealing
 

the
 

loc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that
 

shape
 

the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subsidies
 

and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context
 

relevance
 

and
 

policy
 

guidance
 

value
 

of
 

the
 

empirical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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